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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所周知，「樞軸時代」（Axial Age, 800-200 B. C.）是德國思想家雅斯貝斯

（Karl Jaspers）在40年代末期提出的觀念。他指出在那個時代，古代舊大陸的幾

個主要文明地區，西從東地中海，東至中國的華北，南至印度的恆河流域，都

曾同時產生了思想與文化的突破。在他原來的構想中，中亞古波斯祅教

（Zoroastrianism）的出現也是包括在「樞軸時代」的文化突破t，不過近年來學界

對祅教是否開始於那個時代，已有懷疑與爭議。但是即使把古波斯文明除外，

我們仍然可以說，世界三個主要文明，西方、中國與印度，在它們早期發展的

過程中，都曾經歷過「樞軸時代」的文化躍進。

這篇文章有兩個目的，首先是對歷來有關「樞軸時代」的認識與研究，作一

些大略的檢討，更重要的是：從世界文化史的角度對這時代的歷史意義提出一

些個人初步的看法。

一　西方學界對「樞軸時代」的看法

西方學界第一次注意到「樞軸時代」這個歷史現象是十九世紀初葉。當時，

法國的東方學家亞貝爾—雷慕沙（J. P. Abel-Remusar）已注意到公元前一千年間，

在古代東西幾個主要文明的區域t，大約同時發生空前的思想躍進1。十九世紀

中葉，德國學者拉蘇斯（Lasaulx）在他的論著t已經把這個現象提昇到歷史哲學

的層次去反思2。但是一個半世紀以來，西方學者對這個文化歷史現象，雖迭有

討論，到今天，西方學術界的主流仍未給予這現象應有的重視，推究起來，大

約有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是西方史學與社會科學界的主流，承襲了理性主義的傳統，一向

是從西方中心的思想架構去看世界歷史的發展，自然很難看到非西方地區（如中

國與印度）的文化思想躍進有何舉足輕重的世界性影響，韋伯（Max Weber）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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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學術傳承就是一個顯著例子。如所周知，韋伯對非西方世界幾個主要地區

的文化發展，曾著有一系列比較文化研究，但是因為他的思想架構是建築在西

方文明特殊發展出來的理性觀念上，他雖然對中國與印度傳統文化都有專著，

卻並未重視這些文化在「樞軸時代」所產生的思想突破的影響。

韋伯學派在美國的主要傳人，社會學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50與

60年代，也是以西方特有的理性化觀念為出發點，把世界各種文化放在一個統

一的演化架構內作比較研究。不錯，他也曾提到公元前六世紀以後在世界幾個

主要文明圈內發生的「哲學突破」（philosophical breakthrough），但談到古代文化

發展的創新，他只認為古代西方的希臘與以色列是他所謂世界文明演化的「苗N

社會」（seedbed societies），而中國與印度的古文明完全不在其列3。韋伯與帕森

斯的社會學理論是二次大戰後在西方盛行的現代化觀念的思想根源，可以說是

現代西方學界的一條主流思想。這條主流思想在近年來，透過貝拉（Robert N.

Bellah）對宗教演化（religious evolution）的論著，特別是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的比較文化研究，開始正視「樞軸時代」在人類文化史上的重大意義，

但他們對「樞軸時代」的認識是否會對西方學術主流產生影響，尚在未定之天4。

這t值得順便一提的是，在西方學術主流之外，對「樞軸時代」這觀念也有

一些反響，這t最重要的當數西方現代思想家佛吉靈（Eric Voegelin）巨著，《秩

序與歷史》（Order and History）5。佛氏完全不同意黑格爾—韋伯這一思想傳承

對「理性」這觀念所作的狹隘理解，因此他在評價世界文化的發展時，可以對「樞

軸時代」作相當同情的了解，但問題是他跳出了黑格爾—韋伯這一思想傳承的小

框子，卻跳不出西方文化的大框子。他的基本思想畢竟還是以古希臘與希伯來

的精神思想為本源，從這本源的深處他吸收了一些對宇宙與生命的感受以及對

人類歷史發展的認識，以此為根據他縱覽世界文化的各主要發展，給予古印度

與中國文化在「樞軸時代」所出現的思想躍進很高的評價，但最後就生命與歷史

的領悟深度而言，他仍不認為後者可以與古希臘與希伯來文化在同時所產生的

思想突破相提並論。

上面說到在西方學界主流內外對「樞軸時代」這一論旨所產生的一些反響，

但這些反響卻經不起西方學界在近三十年所湧現的一股強大思潮的衝擊，這股

思潮就是一般泛稱之為後現代主義。這股思潮在兩方面對「樞軸時代」的討論間

接地產生負面影響。首先，後現代的一個基本觀念是否認主體意識對了解文化

現象的重要性。而主體性的重要性正是「樞軸時代」論旨的一個前提：這個時代

的出現正由於當時的一些思想人物的主體意識產生了突破性變化，否認了這個

前提自然使人無法看到「樞軸時代」的歷史意義。其次，後現代思潮與「樞軸時代」

論旨都重視人類文化的多元性，但後者認為不同文化之間有高低發展之異，而

前者則因為有文化相對主義的傾向而否認不同文化之間發展程度的高低差異

性。二者在這方面觀點的不同，自然使得「樞軸時代」這觀念在後現代的思想圈

t沒有引起興趣。

上面的討論不但使我們了解為何「樞軸時代」的論旨迄今不能在西方學術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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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知識界受到廣泛重視，同時也可反襯今天重提這論旨的學術與文化意義。一

方面它可幫助我們走出西方文化中心的思想框架去認識人類文化的發展，另一

方面認識「樞軸時代」這個文化現象，我們也可避免文化相對主義的陷阱，進而

看到人類的一些共有經驗在古代不同文化社區t形成內容不同的思想躍進，而

這些躍進給此後人類文明的發展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前提，也因此開啟了一個

新的紀元。

二　「樞軸時代」的起因

探討「樞軸時代」這個歷史文化現象，我們首先會問，為何這個現象發生在

世界某些地區而不在其他地區出現？更重要的是：為何這個現象在古代幾個主

要文明地區同時出現？原因是甚麼？這發生緣起的探討當然是重要而且極饒興

味的問題。西方學者從十九世紀初葉開始認識這現象時，就曾提出這個問題。

當時有些學者曾以文化散播（cultural diffusion）的看法作為答案。也就是說，他

們認為這個文化現象先在一個地區出現，然後散布到其他地區6。鑒於「樞軸時

代」的文化躍進，在不同的文明地區，以不同的文字形式與思想內容表現，這種

文化散播的說法當然很難成立。

也有一些學者試圖從各文明的歷史環境變動所造成的刺激與回應去解釋「樞

軸時代」思想突破的出現。例如德國學者亞佛得．韋伯（Alfred Weber）就曾指出

公元前2000-1000年間，印歐遊牧民族從今日俄國南部向外移動，四處遷徙，在

公元前1000年以後開始與當時幾個主要文明地區接觸而產生衝擊。因此他認為

這種人口大遷移所造成外在環境的刺激足以解釋為何印歐民族遷徙所至之處，

當地人民受到震盪，對生命產生新問題與新思想，由此而有「樞軸時代」的思想創

新7。

此外，歐洲學者魏爾（Eric Weil）也曾經從環境論的觀點提出類似的解釋。

他指出「樞軸時代」的思想突破都是在各文明發生崩解的過程中產生。這不是偶

然，因為文明的崩解代表當時人對社會現狀不滿，而不滿自然產生改變現狀的

希求，從而有突破的可能。因此他認為文明的崩解可以算作突破的一個必要條

件8。

這種環境的解釋，失之於太簡單，不能看到問題的複雜性。就崩解導致突

破這個解釋而言，首先在事實層次上，就很有欠缺。不錯，中國的樞軸突破是

出現於東周以封建宗法為基礎的文明體系的崩潰過程中。就古印度的樞軸突破

而言，它是發生於公元前800-500的年代。其時印度的社會經濟結構是有些重要

變化，但印度文明體系的整體並未進入分崩離析的狀態。至於公元前800-600年

發生於古以色列的樞軸突破，以色列是當時西亞文明的邊陲小國，隨時都受=

外來侵略的威脅，內部分為南北兩個小王國，也不無政治的動盪，但大致而

言，西亞文明體系的整體並未崩解。至於古希臘，從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已逐

漸變成城邦林立的文明，當樞軸突破開始發生於公元前500年前後，希臘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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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並未處於分崩離析的過程中。因此，所謂崩解→突破之說，就事實而言，

只是一些模糊影響之談。同樣重要的是：即使有文明崩解的事實，正如亞佛

得．韋伯所指出的古代人口大遷移以及隨之而來的戰爭與破壞，這些都是歷史

上屢見不鮮的現象，但歷史證明這些大規模的環境鉅變在別的時候並不一定激

發思想創新，例如公元四至五世紀，羅馬帝國崩潰之時，蠻族入侵，歐洲陷於

分裂，並無思想突破、文化創新伴之而來，何以獨獨在「樞軸時代」有此結果？

環境論對此沒有回答。

持環境論的學者，有時針對「樞軸時代」發生的社會經濟變化立論，去解釋

當時的思想鉅變。例如奢帕（Romila Thaper）在解釋印度「樞軸時代」佛教的興起

時，就曾特別強調公元前1000年以印度恆河流域發生了古印度史上所謂的「第二

次城市化」現象（second urbanization）。這現象帶來了空前的經濟變化，如鐵的開

始應用、馬的飼養、犁耕農業的出現以及市場經濟相應的發展，連帶新政治與

社會組織的演化，這些所形成的歷史環境的劇變，自然給人以世事無常的感

覺。這就是佛教的基本觀念之所由起。因此，他認為就佛教的興起而論，印度

「樞軸時代」的思想文化突破是可以從當時的社會經濟變遷找到原因9。

這種環境的解釋也失之於太簡化，一個很明顯的問題就是，印度的「樞軸時

代」，除了佛教的興起，尚有古婆羅門教的《奧義書》（Upanishads）的出現，而後

者的思想與前者有=相當不同，何以同樣的社會經濟環境可以出現不同的思

想？再者，中國的「樞軸時代」是晚周，如所周知，晚周也出現社會經濟與政治

制度的鉅變，與印度「樞軸時代」出現的「第二次城市化」現象很類似，而晚周出

現的思想變化與當時印度的思想變化內容迥異。二者在這方面的迥異，配上社

會經濟環境的相同發展，又將如何解釋？對這些問題，環境論都難以作答。可

見就「樞軸時代」思想變化的成因而言，環境論的解釋是有很大限制。

近年來德國學者羅茲（Heiner Roetz）研究儒家倫理與「樞軸時代」的關係，應

用西方心理學家科伯格（Lawrence Kohlberg）提出的個人認知發展模式去解釋文

化總體的發展，後者認為個人一生的認知發展大約經過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

是所謂的前習慣期（pre-conventional）：相當於人的童年期，對事物的反應完全以

自我為中心，他的行為完全取決於這個行為是否會給他帶來一時的滿足與快

感。第二階段是習慣期（conventional）：是指一般人在青少年成長的時代，漸漸

知道自己的行為必需符合外在社會的習俗規範，在日常活動上要使社會一般人

「高興」。第三階段是所謂的後習慣期（post-conventional）：在這一階段，人漸漸

知道行為是可以自己自由決定，特別是開始知道個人行為應該取決於普遍抽象

的道德理念，而這理念是基於個人內在自主的良知bk。

羅茲的觀點是：這種個人認知發展的模式也可以宏觀地應用於解釋文化總

體的遞嬗演變。就中國的文化發展而言，「樞軸時代」是相應於個人認知發展的

第三階段，也就是後習慣期bl。羅茲這種理論漏洞甚多，最明顯的是把中國「樞

軸時代」的思想內容過於簡化，才能勉強將之塞入所謂的後習慣期。此處更要緊

的是：羅茲雖未明說，但他應用科伯格的理論去解釋文化發展，似乎蘊涵一種

探討「樞軸時代」這個

歷史文化現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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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演進論的看法，也就是說，人類文明有一個共同演化的趨勢，當這演化進

展到某種程度以後，「樞軸時代」的出現是自然的結果。這種演化論，如果是指

世界文化普遍的趨勢，則其缺點是很顯然的，因為「樞軸時代」，不但在世界許

多文化區域t沒有出現，即使在一些主要的古文明地區，如埃及與西亞兩河流

域，也未見其蹤影。如果此演化論是根據少數「樞軸時代」曾經出現過的文化經

驗的歸納，視這些文化為三階段演化的看法仍然很難成立，因為就我們對古代

文明演進的認識，古希臘、以色列、印度與中國等地區在「樞軸時代」出現以

前，都是神靈信仰籠罩的時代，其文化發展的模式與科伯格所看到的個人認知

在前習慣期與習慣期的發展模式相距甚遠，不可輕易比擬。因此羅茲從文化演

進論去解釋「樞軸時代」的出現也是很難成立的。

總之「樞軸時代」這特殊的歷史文化現象發生的緣起因果，迄今找不到滿意

的解釋，仍是充滿神秘的謎團，而且根據我們現在可能掌握的歷史資料與詮釋

架構，至少在可及見的未來，這個「為甚麼？」的問題似乎還很難有完滿的解答。

三　「樞軸時代」的思想特徵

今天關於「樞軸時代」的研究，根據現存的歷史文獻以及其他文化資料，比

較可以作具體探討的問題是：「樞軸時代」有那些共同的思想特徵？這些特徵對

後世人類文化的發展有何影響？關於前面這個問題，最令人注意的是西方兩位

學者，艾森斯塔特與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提出的看法bm。他們在探討

「樞軸時代」的共同特徵時，都強調超越意識出現的重要性。他們都重視超越意

識在人的思想上所形成的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與緊張性，以及由此產生的深度批

判意識與反思性。但是我覺得這種看法太寬泛，僅僅強調超越意識的出現尚不

足以真正彰顯「樞軸時代」的特徵。因為超越意識的出現並不完全限於「樞軸時

代」，至少就中國古代而言，如果我們以「天」的信仰為超越意識的標誌，則遠在

中國的「樞軸時代」以前的殷周之際與西周初年就有超越意識出現。此外，古希

伯來以耶和華一神信仰為代表的超越意識的首次出現，很可能要追溯到公元前

1200年以前的摩西（Moses）先知時代，因此也遠較「樞軸時代」的上限——公元前

800年為早。因此，我認為想要認識「樞軸時代」的思想特徵，不能只限於超越意

識，而需要進一步看到由超越意識衍生的原人意識，後者才是「樞軸時代」真正

的思想創新。

甚麼是「超越的原人意識」？所謂「超越」是指在現實世界之外有一個終極的

真實，後者不一定意味否定現實世界的真實，但至少代表在價值上有一凌駕其

上的領域。在「樞軸時代」這超越意識有一內化於個人生命的趨勢，以此內化為

根據去認識與反思生命的意義，這就是我所謂的「超越的原人意識」。

誠然，對人的生命作反思，並不始於「樞軸時代」，遠在這時代以前的西亞

兩河流域的文化t就出現一些神話，特別是有名的鳩格迷西（Gilgamesh）詩篇與

阿達帕（Adapa）故事，都反映對人的生命與死亡有所反思bn。古埃及文明t面也

艾森斯塔特與史華慈

在探討「樞軸時代」的

共同特徵時，都強調

超越意識出現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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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文獻，如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死亡書》（ Book of the Dead ）以及更早的

「金字塔文」（Pyramid Texts）與「棺材文」（Coffin Texts）也含有對生命的道德意識

與死亡的意義探究bo。古希臘在「樞軸時代」以前產生的荷馬史詩，也對人的性格

與道德行為有些省思bp。但這些反思以及隨之而來的價值意識與批判意識都只是

枝節的或靈光一現的，因此與「樞軸時代」的「超越的原人意識」有=不同層次的

懸隔。後者是透過超越的內化，發現生命有內在的精神本質，由此得以奠定人

之所以為人的基本認同，並進而對生命的本質與本原作一根源式的體認，從此

把人類文化提昇到空前的高度，也開啟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這種「超越的原人意識」（以下簡稱原人意識）在各個古文明的「樞軸時代」有

=不同發展，也以不同形式出現。在古希臘，這出現的過程是逐步的演化。一

方面從荷馬史詩中所展現的人間性很強的神祇世界，經過蘇格拉底以前哲學思

想中超越意識的萌芽，終於在蘇格拉底所開啟的希臘古典哲學t神的觀念以超

越的形式出現，同時由荷馬史詩經過希臘悲劇思想與蘇格拉底以前的哲學思想

發展，以及神秘宗教如Orphism的影響，到古典哲學思想問世，個人內在的心靈

與靈魂（psyche, nous）觀念終於與超越意識結合而形成超越內化的思想趨向。在

這思想趨向主導下，希臘古典哲學視生命為道德精神的提昇、一條德性追求的

歷程bq。

「樞軸時代」的希伯來文化也有類似的發展，首先是由公元前十三世紀的摩

西先知到公元前八至七世紀的先知運動（Prophetic Movement）。在這發展的過桯

中，猶太民族信仰的雅威（Yahweh）由宗族部落的神演變為普世性的上帝信仰，

形成強烈的超越意識，同時對雅威的禮拜也逐漸由外在的儀式轉移為由慈愛與

公正所代表的內在德性的培養，特別是先知耶利米（Jeremiah）所提出的觀念：上

帝的道德旨意是坎印在人的內心br，配上猶太教認為上帝以自己的形象塑造個人

的觀念，先知運動所產生的不只是猶太人自以上帝選民的身份去代表全體人類

傳達上帝的德旨的天責感，它也是日後基督教傳統相信超越內化通向個人生命

德化這一信仰的本源。天路歷程因此也是生命的德性之旅bs。

古印度文化的「樞軸時代」的思想突破，是以婆羅門教的《奧義書》思想與佛

教思想的出現為代表。先就《奧義書》的思想而言，一方面是超越意識的湧現，

表現為大梵天（Brahman）的信仰。所謂大梵天是指印度教相信宇宙有一個終極真

實，這終極真實雖然超越萬有，凌駕神靈之上，卻也潛藏在人心靈最深處

（atman）而形成他的本質。因此，相對於外在的超越有一個內在的本質，而二者

實為一體。由這超越的境界去看，人世與人生都是陷於生死輪迴的幻境。根據

這樣一個架構，《奧義書》也認為生命是一條內在的精神提昇的道路，把生命由

輪迴的幻境超拔出來，而獲得解脫bt。原始佛教對生命也有同樣看法，視之為一

條內在精神轉化的途徑，由生死輪迴所構成的幻境通向超越的涅槃境界。不

錯，佛教對於《奧義書》的思想有一自覺的修正，那就是不承認內在超越有客觀

的存在，也就是說否認個人有任何內在的心靈實體，同時也對客觀的外在超越

是否存在避而不談。但是我認為這只是因為原始佛教是扣緊個人主體對生命的

甚麼是「超越的原人

意識」？所謂「超越」

是指在現實世界之外

有一個終極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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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代表在價值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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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所謂的「超越的

原人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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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與實踐而立論，不願落入把生命當作客觀對象去討論的玄談。但若仔細考

量原始佛教四聖諦與八正道所蘊涵的意義結構，它與《奧義書》的思想是大同小

異，仍然是以超越意識為前提視生命為一條內在精神提昇的道路ck。

就中國的「樞軸時代」而言，「超越的原人意識」主要出現於先秦儒家與道家

思想。在《論語》所反映的孔子思想t面，天與天道所代表的超越意識已是很重

要的發展，而同時《論語》的思想也很清楚地蘊涵人有內在精神的一面。在《論語》

以後的儒家思想t，特別是在子思與孟子這一條思想傳承t，天道與心性這兩

路的觀念逐漸聯結在一起cl。也可以說，超越的天道已經內化於個人的內在心

靈。相應於這個思想發展，儒家同時也把生命視為內在的精神攀升的道路。

道家思想也有同樣的發展，由老子開其端，而在莊子思想t完成。一方面

是超越的道，但老莊都認為道在人世已經受到隱蔽而淹沒不彰，由此生命變得

汩沒而失去本源的寧靜與和諧。另一方面是內在的心靈，道家這方面的思想至

莊子始彰顯出來。莊子認為心是生命的關鍵，當心被欲望纏繞與窒錮時，生命

就變得汩沒而迷失，但心可以是生命汩沒之源，也可以是承受超越的道的內在

機制，由心的轉化，可以與道在精神上相契合，而使生命回歸到本源的和諧與

寧靜。因此在莊子的思想中，生命也是一條內在精神超脫的道路cm。

根據我上面對各「樞軸時代」的思想突破的綜述，「超越的原人意識」大約有

下列共同特徵：（一）原人意識對人的體認與反思不是以某一屬於特定階層、特

定種族、特定地方的人或有=特定信仰的人為對象，而是以人的生命的本身或

者人類的共相為對象。這是人類歷史上普世意識（universalism）的萌芽。（二）相應

於超越意識的體認，原人意識有一個內化的趨勢，也就是說視人的生命有內外

兩個層面——內在精神層面與外在軀體層面，內在的精神層面是超越意識進入

個人生命的結果，它凝聚為生命的核心，是與超越銜接的樞紐。（三）受超越意

識的啟發，以內在精神樞紐為主導，生命變成一個有定向、有目標的道路——

一個發展過程。（四）這一發展過程都隱然有一三段結構：一端是現實生命的缺

憾；另一端是生命的完成；連結於二者之間的是生命發展與轉化的道路。（五）

生命自我完成的目標，透過內在精神樞紐的媒介是植基於超越意識，因此在原

人意識中，人的生命發展有其無限性、終極性與完美性。以上五點是環繞超越

內化的觀念而展開，可以說是由「超越的原人意識」產生的生命的原始理念模

式，是各「樞軸時代」思想創新所共有的特徵。

四　「樞軸時代」的影響

一般學者在討論「樞軸時代」時，因為受韋伯的影響，很容易只注意這些不

同的文化的世界觀取向，也就是說這取向是入世的或者出世的，而忽略了這世

界觀背後的原始理念的內涵結構。實際上後者的重要性絕不下於前者，至少在

兩方面，它對後世文化的發展有極重要的影響：

原人意識對人的體認

與反思不是以某一屬

於特定階層、特定種

族、特定地方的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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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道德文化而言，它開啟了後世的「德性的精神倫理」。如上所示，生

命的原始理念呈現一個有=三段結構的發展過程，這發展過程的一個重要面向

當然是道德。不錯，這道德面向在不同樞軸文化的重要性有=程度的不同，例

如這面向在印度文化傳統t就不如在中國與西方那樣突顯，但誰也不能否認它

是印度「樞軸時代」所開啟的生命道路（ sa-dhana- ）的理念中的基本一環cn。因此在

各文化中，這德性的精神倫理也有=三段結構，表現於下列的圖式：現實生命

所展現的自我→道德轉化的途徑→道德自我的實現與完成co。不用說，這三段模

式在各文化t都有不同的道德內容，但如果我們抽離後者，可以看到這種精神

倫理的目標都是實現超越世俗的理想人格，也可說它代表一種以聖賢英雄為企

向的精神倫理，這種倫理我們可稱之為「超凡倫理」或者「非常倫理」，以別於在

近現代世界日益普及的世俗倫理。後者也是韋伯與泰勒（Charles Taylor）所謂的

「日常倫理」（ethics of ordinary life），它起源於基督教新教倫理所衍生的變種，

主要指以家庭與工作為生活中心的行為規範cp，這種規範在近現代世界發展的過

程中逐漸失去德性倫理原有的內在深度性，也就是對內心精神轉換的重視。而

「非常倫理」正是要求超越家庭生活與職業工作的需要，在道德精神層面，對人

格作一質的轉換。不錯，日常倫理在近現代世界的影響越來越大，但誰也不能

否認：由「樞軸時代」所開啟的非常倫理，以不同的形式仍然在西方、中國、印

度以及世界其他文化地區，一直維持一種行為典型的地位。

就西方而言，這種「非常倫理」在近現代以前的道德文化t所佔有的重要地

位是很顯然的。西方近代以來，一方面因為超越意識在西方文化逐漸隱退，另

一方面，由於德性倫理後面的精神信念與理性基礎日趨動搖，德性倫理的影響

自然在銳減中。就其作為社會一般的行為規範而言，它的份量當然不能與日常

倫理相比。但就西方現代的倫理思潮而言，它仍不失其主要的地位cq。

在印度文化傳統t，自「樞軸時代」以來，德性的精神倫理有=更持久的影

響。《奧義書》所凝聚的原始理念與德性倫理，透過不同的管道，如史詩《神讚》

（Bhagavad Gita），以及印度中世紀以來根據對《奧義書》不同的詮釋所形成的各

種宗教學派，在近代印度的文化領域t仍維持很深廣的影響。最明顯的例子就

是甘地所代表的印度獨立運動，充分反映發源於「樞軸時代」的德性精神倫理在

近代印度的道德文化t仍然是一股鮮活的力量cr。

中國在「樞軸時代」產生的德性倫理，特別是透過儒家思想的傳承，對傳統

的道德文化所發生的深遠影響，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即使在近現代，儒家道德

體系受到極大的衝擊，但受到震盪最深的是儒家以禮為代表的儀範倫理。而儒

家的德性倫理，雖然就特定的聖賢君子的人格理想的實質而言，影響已減弱許

多，但追求一個理想的人格與社會的精神動力似乎並未動搖。百年來，革命這

條思想道路，所展現的志士精神與烈士精神以及烏托邦的理想，就含有不少德

性倫理追求終極與完美的精神酵素。

總之，綜觀現代三個主要文明地區的道德文化，絕非是日常倫理全面壟

斷。「樞軸時代」所引發的德性倫理與非常倫理仍然是人類道德文化的主要思想

在各文化中，德性的

精神倫理有\三段結

構：現實生命所展現

的自我→道德轉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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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同時在今天普世倫理的討論中，它也勢必成為一個重要的參考體系。

（二）「樞軸時代」的「超越原人意識」，不但對後世的道德文化，而且對後世

的政治文化也有突破性的影響。要認識這影響，我們必須以古代世界文明的一

個重要歷史事實為出發點，那就是在古代世界文明的三大中心都存在一種特殊

的王權制度，其最大的特色是它奠基於一個信仰：地上的王權是根植於神靈的

世界，也就是說王制是人世與宇宙秩序銜結的樞紐。惟其如此，王制才有它的

第二個特徵：政教合一。在這種體制之下，國王是政治領袖，也是宗教領袖，

是人王也是法王。這種體制可稱之為「宇宙王制」（cosmological kingship）cs。

古代雄峙西亞與東地中海地區的兩大政治圈——古埃及以及近東兩河流域

前後崛起的大帝國，都是以宇宙王制為其政治制度的核心ct。在古印度文明t，

政治領域的重要性次於宗教的領域，王權的發達遠不如近東的大帝國。但是宇

宙王制也是古印度政治領域t的一環，例如在「樞軸時代」來臨以前，籠罩古印

度的吠陀（Vedas）思想的一個重要成分——國王加冕儀禮（Rajasuya），就反映宇

宙王制的存在。因為其繁複的儀式的主旨，是透過國王的加冕儀式使宇宙秩序

定期復蘇重振，這主旨很清楚是以宇宙王制的基本觀念為前提：王制是銜結人

世與宇宙秩序的樞紐dk。

宇宙王制在古代中國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甲骨文所見的殷王祭祀，殷

王不單是上通神靈世界的管道，也是合政教於一身的君王。西周以降，以天子

為稱號的普世王權更清楚地反映宇宙王制在中國文化t的核心地位dl。

以宇宙王制為古代文明的制度背景去看，「樞軸時代」的一個重大意義在於

制度突破的契機出現。而這突破的關鍵就在於原人意識中的超越觀念，以不同

形式內化，形成人的生命有一個內在核心的理念，使得一種重要的政治意識在

那個時代破天荒地出現：人的生命在宇宙王制之外，與超越有獨立而直接的關

聯。如果宇宙王制在人世的權威主要繫於它是通向神靈世界的管道，則人的內

在心靈也可因為直接通聯超越而形成一個獨立的意義與權威的中心。這就是佛

吉靈所謂的「心靈秩序」（order of soul）dm。當然心靈秩序是否真能在人世發展為

一個獨立的意義與權威中心，形成二元權威，還要看別的文化條件是否存在，

例如超越意識在形成的過程中是否有觀念上的夾纏與架空，以及超越意識內化

以後的取向（例如是入世還是出世）等等，但至少「樞軸時代」出現的超越內化的

思想在政治文化中造成了二元權威中心的契機。

這個政治文化的契機在西方文明後來的歷史演變中是逐漸實現了。主要因

為在「樞軸時代」，古猶太教內出現了先知運動，不但在古代近東的宇宙王制之

外產生了高度的心靈秩序意識，而且把這意識化為一個獨立的政治社會權威中

心思想起點dn。這起點經過日後西方文明的繁複發展，特別是中世紀時基督教會

的演變，終於制度化為西方的政教分離的歷史趨勢，也因此造成西方近代以來

發展民主與多元社會的一個重要因素do。

印度在「樞軸時代」以後的歷史發展雖與西方很有不同，但也有其獨特的二

元權威出現。首先，在「樞軸時代」以前，印度已有僧侶居四大階級之冠的社

「樞軸時代」的一個重

大意義在於，出現一

種重要的政治意識：

人的生命在宇宙王制

之外，其內在心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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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古婆羅門教的《奧義書》與佛教思想出現以後，心靈發展的重要性自然在文

化上特別受到強調，誠然由此而產生的心靈秩序，因為《奧義書》與佛教思想的

基本出世取向，並未與政治秩序形成尖銳的二元對立的緊張性，但僧侶的崇高

地位毫無疑問更形鞏固。因此，宇宙王制雖然存在於古印度文明，它始終未能

發展成為強大的政治權威體制。總之，「樞軸時代」出現的心靈秩序可以幫助我們

了解，印度傳統的政治次序一直被一個宗教傳統所凌駕，而處於較弱的地位。

在中國晚周的「樞軸時代」，儒家與道家思想t都曾出現一些心靈秩序的意

識，在思想上突破了宇宙王制的牢籠。道家這種意識集中在《莊子》的「心」的觀

念，於魏晉時代曾經產生與政治社會權威在思想上的緊張性，反映於當時的自

然與名教之爭。就歷史的重要性而言，道家思想在這方面的發展不能與儒家思

想相比。原始儒家，從《論語》到《孟子》以及《禮記》中的《大學》、《中庸》，都清

楚地顯示：天命與心靈這兩個觀念在逐漸地結合，形成一個在天子的政治權威

之外有一個獨立的心靈秩序，由之而產生二元權威的思想契機。這契機在以後

的儒家思想傳統t的發展很不穩定，時隱時現，若斷若續，以致二元權威的思

想一直未能在儒家傳統t暢發與確立dp。但契機始終潛存，因此近現代以後，在

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催化之下，二元權威觀念的發展終於有了一些突破，在中

國近代知識份子的政治意識t發生了重要的影響，也反映了「樞軸時代」對中國

政治文化長程發展的歷史意義。

此外，在這t應該特別指出的是：相應於「心靈秩序」與二元權威的契機的

孳生，「樞軸時代」也出現了不但就政治文化，而且就道德與知識文化而言影響

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現象，那就是作為獨立社群的知識份子在

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場。上文提到，在「樞軸時代」以前，舊大陸的幾個主要文

明泰半是被「宇宙王制」的政教合一體制所籠罩，因此上層階級中的知識菁

英，沒有文化條件與思想資源可以使他們從政治領導階層分化出來。即使在古

埃及，上層統治階級含有強大的僧侶教士集團，但因為古埃及的法老（Pharaoh）

體制是典型的宇宙王制，僧侶集團雖屬宗教領袖，仍是為埃及王服務，受其節

制dq。故大致而言，知識菁英作為獨立的社群是在「樞軸時代」首次出現，以超

越的代言人的地位而與政治領袖有分庭抗禮之趨勢。從此這種傳統型的知識份

子登上歷史舞台，在政治權威之外，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是幾個主要傳統文

明發展的一大特色。

大致而言，「樞軸時代」以後，在各個主要文明傳統t，傳統型的知識份

子，在知識化（intellectualization）與例行化（routinization）的影響之下，分化為「先

知」與「師儒」兩個類型，前者追踵「樞軸時代」的知識份子的典型，繼續本=以超

越意識為基礎的理念對政治社會的權威發揮不同形式與程度的批判意識，後者

卻變成各文明傳統的經典學術的研究者與傳授者，往往不具政治與社會的批判

意識。

降及近代，「先知型」的知識份子仍然很活躍，他們承襲來自傳統的天責感

與使命感，認同現代文明的一些基本理念，特別是來自歐洲啟蒙運動的理念，

「樞軸時代」以後，傳

統型的知識份子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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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繼續本\以超

越意識為基礎的理念

對政治社會的權威發

揮不同形式與程度的

批判意識，後者卻變

成各文明傳統的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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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在歷史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在世界許多地區，近現代所帶來的政治社

會大變動，特別是法國、俄國、中國的三大革命，都與這傳統「先知型」的知識

份子有密切關係。二十世紀中葉以來，隨=現代化加速展開，這種傳統「先知

型」的知識份子的社會文化角色，頗有日趨隱晦之勢，代之而起的是人數日增的

專業技術型的知識人，後者常常以他們的專業技術性的知識為社會各行業服

務，但缺少文化的通識與理念去省察與批判現存社會結構的各種安排與措施，

因此可以說他們往往無法與現存政治社會結構維持批判的距離，因而完全為之

吸收。這也就是近代意大利馬克思學派的思想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謂

的「有機型知識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dr。

在當代社會，這一類型的知識份子不但人數眾多，散布於社會各層面，而

且有領導社會、主持政府的趨勢，這種情形與現代社會失去大方向而有畸形發

展很有關係。因此近年來西方有識之士呼籲現代社會需要「公共知識份子」

（public intellectual），強調知識份子對社會要有關懷，同時又能超越專業知識的

局限，以人文通識與文化理念來認識社會的需要，對政治社會作省察與批判ds。

今天要產生這類型知識份子的文化條件當然與傳統型的很不同，但無可否認，

「公共知識份子」在精神與理念上是很接近傳統「先知型」的知識份子，可以說是

後者在現代世界的翻版，可見「樞軸時代」所形成的人格典型與社會類型，在今

天仍有重大的時代意義。

就政治文化而言，「樞軸時代」出現的超越內化觀念還是另外一種思想發展

的根源，對於近現代世界的意義尤其重大。因為這個觀念使得超越意識所涵有

的終極意識與無限精神變成人的內在本質的一部分，從而產生一個理念：人的

生命可以有=徹底的自我轉化能力，如果配上入世取向，這種自我轉化的觀念

很容易進而形成另一種觀念：由群體的自我轉化可以通向人世的改造與完美的

理想社會的出現。這就是現代社會大革命的一個重要思想種因。在印度文化

t，這種群體自我轉化與入世取向由於它強烈的出世精神而未能彰顯。但二者

在西方與中國文化t透過不同的發展，有=不同程度的彰顯。因此，近現代的

三次社會大革命都是在這兩個文化領域t發生，絕非偶然。

總之，今天從人類文化長程的發展去看「樞軸時代」，首先就其特徵而言，

我們必須不要以一些概括性的認識，如超越性、批判性、反思性等觀念自限，

而能進一步看到「超越的原人意識」是那時代幾個主要文明的思想突破的共同特

徵；同時，只有透過原人意識，我們才能真正具體地看到「樞軸時代」對後世的

影響與其歷史地位。就歷史影響而言，我在上面已經約略地說明了原人意識對

後世道德文化與政治文化的重大意義。同樣重要的是由原人意識所產生對人的

了解的一些基本觀念與問題，在今天以及在未來仍具有活生生的意義，例如知

識份子與政治社會權威的關係問題，德性倫理在人類未來的道德生活t的地

位，以及人類道德價值的普世性，都可以從「樞軸時代」的原人意識的觀點得到

二十世紀中葉以來，

傳統「先知型」的知識

份子的社會文化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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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啟發。因此，我認為「超越的原人意識」是今後進一步研討「樞軸時代」在人

類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與意義的一個起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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